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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
———以墓砖铭文为中心
林 昌 丈
摘　要：利用墓葬砖文等资料，可以将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大致勾勒如下：（１）透过对闽越国
工匠群体的考察，反映出当时一些越人很有可能是拥有汉名而无汉姓，更多的普通民众应只有 越 人 的 名、
号。（２）作为闽地沿海地区行政据点的冶县，“遁逃山谷者”应是其设县初期的主要编户民。随着闽地确立
了相对稳定的郡县行政体系，更多的闽地人群被编户入籍。同时，闽地土著人群逐步获得了具有华夏化特
征的姓氏。（３）东晋南朝时期，稍成规模的移民入闽。他们定居并落籍闽地，在一定程度 上 改 变 了 原 有 土
著人群的姓氏结构，形成侨旧混杂的社会面貌。从汉唐的长时段视角观察，六朝时期则是闽地人群长期缓
慢编户化、华夏化进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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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区域人群的华夏化进程而言，中原帝国 一 以 贯 之 推 行 的 户 籍 编 排 政 策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在漫长的社会碰撞和文化接触过程中，当地人群主动或被动地获取华夏的合法政治身份，成为
帝国行政体系中的编户民，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华夏式的姓和名。与此有关的讨论，业已积累一些引
人注目的研究成果①。其中，从简牍资料入手考察汉晋南方族群的姓氏结构和人名变迁问题，颇值得
关注②。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一些南方土著人群的得姓还是整齐划一的单名现象，编户体系的建立
无疑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囿于中古时期简牍资料 的 不 均 衡 分 布，不 同 区 域 的 相 关 研 究 进 展 不 一。
那么，在简牍资料阙如的区域，是否存在探讨这一论题的其他史料呢？
答案是肯定的。除了简牍资料，另外尚有一种资料和当地人群密切相关，那就是墓砖铭文。大
多数的六朝砖室墓出有墓砖铭文。砖文虽然零乱、字数稀少，但却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③。它 们 模
印、刻划了纪年、姓氏和官职等重要内容，为考察有关区域人群的姓氏、编户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
料信息。进一步而言，砖铭的制作者一般是当地的匠人、家庭或家族亲属成员，有些还是墓主生前亲
自烧造。因此，铭文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人群对姓氏、王朝纪年和官职的认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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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早期中国的编户情 况，参 见 杜 正 胜：《编 户 齐 民———传 统 政 治 社 会 结 构 之 形 成》，台 北：联 经 出 版 事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９９０年。汉晋南方地区蛮族问题的相关讨论，参见鲁西奇：《释“蛮”》，《文史》２００８年 第３期；罗 新：《王 化 与 山 险———中 古 早 期 南 方
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②　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２４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８
年，第２３ ４５页；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③　华国荣：《六朝墓文字砖的归类分析》，《南方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如此，砖铭所在的墓葬、墓群一般拥有确定的出土地，这对观察当地人群的定居、聚落等情况颇有裨益。
本文即以砖铭资料为核心①，梳理汉六朝时期闽地人群的姓氏，并试图论析该地区人群的编户化过程。
探研闽地早期历史者，着眼于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外来移民的迁入和人口发展，倾向于认为闽越
灭国后闽地人群基本由外地移入②。其实，早在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地理类》中，就已存在相
似的看法。他著录唐人林谞《闽中记》，并云：“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
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 始 之 妄。”③宋 代 的 方 大 琮 则 提 到 晋 永 嘉 时 林、王、陈、郑、丘、黄、胡、何 八 姓 入
闽④。四姓入闽或是八姓入闽之说，应是唐宋时人对永嘉时期入闽姓氏的构建和概要性认识⑤。然
《开元录》却说道：“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⑥《开元
录》认为林黄等五姓是越人后裔，和上述的说法明显抵牾⑦。通过考证可知，《开元录》应当属于开元
年间的政事汇编资料。这就表明至迟在开元年间，唐代官方存在着闽地人群五姓越人后裔之说，而
《闽中记》“四姓入闽”的说法和唐代中后期闽地郡望的形成和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⑧。已有学者驳斥
永嘉时期“四姓入闽”或“八姓入闽”之说，此不赘论⑨。然由此出发，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六朝时期
所谓的林黄等姓究竟是外来移民还是当地越人后裔？抑或是两者皆有？换言之，六朝时期闽地的姓
氏，哪些是土著人群的姓氏？哪些是入闽的外来姓氏？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姓氏，和六朝时期闽地的
编户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带着上述问题，本文的讨论先从闽（东）越国时期开始。
一、闽（东）越国时期闽地一般越人的有名无姓
如所周知，秦虽设闽中郡，然闽地实际上处于越人君长的自治状态。汉初，闽君无诸因佐汉有功
封为闽越王。《史记·东越列传》记闽越王无诸与东海王摇，姓驺氏。这应是闽（东）越国社会上层王
公贵族的姓氏，如东越王余善所遣的“吞汉将军”驺力，其中“驺”为姓氏，而“力”为其名。又如《东越
列传》提到的建成侯敖和东越将多军，云：“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
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荧侯……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瑏瑠其中“敖”
“吴阳”和“多军”三人是闽（东）越臣。关于“多军”，《汉书音义》《史记索隐》释作人名，而韦昭认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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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福建地区砖文资料的初步整理，参阅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此文所遗漏以及后出
的砖文资料，本文一并整理利用。
［美］汉斯·比伦斯泰因撰，周振鹤译：《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历史地理》第５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８
２９１页；陈支平：《汉人南来与闽北的开拓》，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南平市宣传部编：《武夷文化研究》，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３７ ４３页；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５７页。
方大琮：《宋宝章阁直学士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三十二《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
本丛刊》第７９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６９页上栏。
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六《拾遗·兴 化 府》又 将“八 姓”说 成 是“林、黄、陈、郑、詹、丘、何、胡”（福 州：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０
年，下册，第１０１８页）。与方大琮所举的“八姓”有出入。有关“八姓入闽”的详细研究，参阅尹全海：《“八姓 入 闽”考 释》，《中 州 学 刊》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一六·江南道上》“福州”栏下引《开元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８３１页 上
栏；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江南东道十二·福州》“风俗”栏下引《开元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９１
页。
《开元录》，一般认为即是《开元释教录》。然此条佚文却不见于今本《开元释教录》，佚文也并不契合《开元释教录》的内容。唐
人孙樵《读开元杂报》提到《开元录》一书，乃据开元中朝廷公开条报之政事汇编而成。则此条佚文，属于此《开元录》中佚文的可能性更
大。参见孙樵：《孙可之文集》卷十《杂著·读开元杂报》，《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５ ８７页。
关于唐代闽地郡望的研究，参见吴 修 安：《福 建 早 期 发 展 之 研 究：沿 海 与 内 陆 的 地 域 差 异》，台 北：稻 乡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２２ ２３６页。
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４ ７０页；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吴修安：《福建早期发展之研究：沿海与内陆的地域差异》，第９５ ９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２９７９ ２９８３页。
“多”名“军”①。《史记》此段行文省“韩说”为“说”，“刘福”为“福”，暗示《史记》在记载“敖”等东越臣也
是省略姓氏的。这正符合《东越列传》开篇所述，认为闽（东）越国姓驺氏。至少可以认为，闽（东）越
国的上层王公贵族，在中原帝国看来，是拥有汉姓的。而实际上，他们可能以名、号的使用为主②。那
么，一般的闽地越人拥有华夏姓名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史文缺略，不易明悉。幸运的是，在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浦城临江镇上面
山遗址中，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等汉代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的内外面往往拍印或者戳印文字。除
此而外，出土的陶器上亦有印文③。对于这些文字，有学者认为其内容有陶工姓名，有单姓，有单名，
或更有一部分地名④。这一认识非常敏锐，但有失偏颇。仔细观察这些印文可知，姓、名无法做出明
确的区分，更不用说是地名。因此另有学者认为这些印文不存在姓，而是职官、人名和吉语。其中，
人“名”占据绝大多数⑤。这一看法的依据是印文“官”字后紧接的是人名而非姓。类似的例子，还可
见于南越国宫苑遗址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字⑥。
在这些史料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印文分为官衔、人名和吉语。官衔只出现于陶器戳印上，如
“官长”“官黄”“官径”“官信”和“乾官”。其特点是“官”字后面或前面加上工匠的名，表示陶器是官府
作坊的某位工匠负责制作。然而多数印文并无“官”字，而只是单字或双字，因此这几种戳印文字反
映的很有可能是作坊监造官的身份。在出土的印文中，除了官衔之外，绝大多数文字应该是工匠的
人名，少数是吉语。兹根据相关考古报告制成表１如次：
表１　城村汉城遗址、浦城上面山遗址建筑材料、陶器上所见的文字
官衔 官长、官黄、官径、官信、乾官（官乾）
人名
林、黄、马、邓、徐、胡、唐、周、卢、赖、钱、莫、辕、狼（良）、木、蓝、裹、结、气、气结、粗、根、径、居、茸、
胥须、从、最、倄、伤、屋、夫唐、□旂、会、封、侍、皋、诘、作、驭、真、錣、杸五、杸、隼、卒、卖、喜、共、
自、由、分、严、君、集、宫（官？）、堂、疆
吉语 日利、乐、寿、眉、□金
值得注意的是，表中许多文字同时出现在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陶器制品上，这显示出它们是
由同一作坊的工匠在同时期烧制而成。根据《发掘报告》，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制品和中原地区
出土的汉式陶器大相径庭，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⑦。那么同时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显然也是
出于当地工匠之手。联系到城村汉城遗址是一处西汉前期至中期闽越国时期的王城⑧，上述的工匠
自然是闽越国时期的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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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学者认为“驺”并非越人姓氏，越人只有名 或 号，参 见 李 锦 芳：《百 越 族 系 人 名 释 要》，《民 族 研 究》１９９５年 第３期。《史
记》谓东海王摇姓驺氏，应该不会胡乱记载。揣测进入秦汉时期，越人上流阶层很有可能效仿华夏式的姓名体例，而拥有了汉姓。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编：《武夷山城 村 汉 城 遗 址 发 掘 报 告（１９８０ １９９６）》，福 州：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３２ １４７、１８９ １９２、３９０、３９１ ３９２页；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杨琮：《崇安县城村汉城北
岗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福建文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浦城县上面山汉代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２０１２
年第１期。
陈直：《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４期。
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５ ４０８页。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广 东 省 博 物 馆 编 辑：《西 汉 南 越 王 墓》上 册，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１
年，第３００ ３０３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２００３年
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著：《南 越 宫 苑 遗 址：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考 古 发 掘 报
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４ １８３页。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编，杨琮主编：《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１９８０ １９９６）》，第３７５ ３７９页。
吴春明：《崇安汉城的年代与族属》，《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杨琮：《论崇安城村汉城的年代和性质》，《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
列表中的这些文字颇为有趣。有些人名是非常地道的华夏式姓氏，如林、黄、马、邓和徐等，因此
一些学者就认为他们属于姓氏。虽然这个看法存在问题，但由此意识到当地工匠群体取用这些华夏
式姓氏的人名，很有可能是按照越人名、号的发音对译而成。表中人名如气结、胥须、夫唐和杸五等，
留下明显的越语对译痕迹，可佐证上述说法①。此外，表中“吉语”部分不排除是人名的可能性②。
表中的文字不仅说明当时闽越国输入汉字、使用汉字的事实，而且显示当时的闽地越人模仿中
原文化为自己取汉名。和闽越国王公贵族的驺姓不同，印文表明当时闽越国核心地区城村汉城的工
匠群体存在着有汉名无汉姓的现象。这值得关注。虽然并不清楚为何是表中的这些文字成为当地
越人的人名，但应是在接触华夏文化后受其影响的结果。《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故越衍侯吴阳前
在汉，汉使归谕余善”③。“吴阳”是地道的汉人名字，因其久居汉廷，较早接受汉文化。以此类推，表
中的有名无姓的匠人，很有可能是在接触汉文化、汉字初期而开始取名。概言之，闽（东）越国工匠群
体的有汉名无汉姓的状况，应以汉化程度深浅的视角加以理解，然实际上都是闽越国工匠群体运用
汉字这样一种文化符号标记自身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当时闽越国是否已经建立自己的一套编户系
统，不得而知，但列表中的工匠群体显然处于当时国都的控制之下。他们汉名的获取，更有可能是闽
越国官方效仿汉廷“物勒工名”制度的做法。就这一层面而言，这些群体名字的获取是被动的。无论
如何，汉名的获得和使用可谓是闽越国时期当地越人汉化的重要特征之一④。那么，当地越人土著是
如何从“有名无姓”过渡到拥有华夏式“姓名”的呢？即，他们是怎样取得汉姓的呢？
二、闽地土著人群的得姓：从“遁逃山谷者”“安家之民”到郡县编户民
因闽越灭国，邑君式的政治体瓦解而遭到徙民，闽地土著人群的华夏化进程戛然而止。《史记·
东越列传》谓汉武帝因“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⑤。
《宋书·州郡二》江州刺史“建安太守”栏下云：“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
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⑥“东越地遂虚”，应该是说闽（东）越国直接掌控的越民被
徙往江淮间，遁入山谷的越民则仍旧生活于闽地⑦。他们与东瓯国内徙后留在当地的“遗人”相似。
《吴地记》曰：“闽越兵止，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 后 遗 人 往 往 渐 出，乃 以 东 瓯 地 为 回 浦
县。”⑧因此，在冶县设立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遁逃山谷者”处于一种脱离汉王朝管控而自治
的状况。冶县的设立，标志着闽地开始从“蛮荒”状态、“化外之地”纳入到汉王朝的郡县行政体系中。
诚如学者所论，冶县更多是充当东南海道的中转站和港口⑨，但作为县级政区，必定有不少闽地
越人被编户入籍。这可谓是闽地越人纳入汉廷管控的第一次编户。未被汉廷迁徙江淮同时又被编
户了的当地越人，或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获得姓氏。也就是说，编户入籍恰成为当地土著取得汉姓的
途径之一。应当提出的是，这些“遁逃山谷者”和福建地区出土的竖穴土坑墓以及一些汉代遗存有着
３３１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以墓砖铭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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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芳：《百越族系人名释要》，《民族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郑张尚芳：《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 社
会科学版）》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有关战国至西汉时期以吉语作人名的梳理，参阅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原载《吉林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后收入
氏著《古文字考释丛稿》，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０ ３８３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２９８３页。
考古资料表明闽越国在接受、使用汉字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如在福州冶山路和浦城临江镇锦城村闽越建筑遗址
中，不仅发现汉字，而且也有许多无法辨识的文字。它们很有可有可能是闽越国所使用的文字。参 见 福 建 博 物 院、福 州 市 文 物 考 古
工作队：《福州冶山路财政厅工地发掘简报》，《福建文博》２００５年增刊；杨琮：《福建战国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福建文博》２００２年第
２期；杨琮：《闽越文化新探索》，《东南学术》２００４年第Ｓ１期。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２９８４页。
沈约：《宋书》卷三十六《州郡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０９２页。
吴小平：《汉晋南朝时期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江南东道十一·处州》引《吴地记》，第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页。
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密切的关联。由此，我们可以从空间分布上寻觅“遁逃山谷者”的足迹。
在城村汉城遗址南城墙外福林岗西麓的缓坡顶部，出土一座竖穴土坑墓，墓底铺河卵石，随葬陶
器有钵、罐、瓿和匏壶。此外，在城村遗址东北、崇阳溪东岸的渡头村又发现四座竖穴土坑墓，墓葬形
制、墓底特征和随葬器物与福林岗 Ｍ１一致。它们是西汉时期闽越人的墓葬①。进而言之，墓主最有
可能是居住于汉城遗址内外的闽越人。除了城村遗址附近出土的闽越人墓葬之外，在闽侯县荆溪镇
庙后山、武平县小径背和亭子岗、长泰县陈巷镇犁头山和石牛山也出土类似的墓葬。墓葬而外，在浦
城县临江镇锦城村、建阳市将口镇邵口 砖瓦厂后门山与平山、武平县岩前镇座前山和戈林山、南靖
县金山镇四房山、龙海市九湖镇田墘村胡仁庙山等地发现与城村遗址类似的陶器或硬纹陶遗存②，表
明墓主和使用者都是西汉闽越国时期或其后不远的闽越人。相对于闽越国都而言，部分墓葬、遗存
的位置较偏，这也印证了“遁逃山谷者”为躲避徙民而入山的事实。虽然这时期发掘刊布的墓葬数量
有限，但由此可试做推测，在战乱徙民的风波过后，不少“遁逃山谷者”重新回到原先居住、生活的地
方，而后成为冶县编户民。
不仅如此，史籍还曾记载和“遁逃山谷者”居住环境类似的闽地土著人群，即“安家之民”。孙吴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对其描述道：
　　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
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 函 以 盛 尸。饮 酒 歌 舞 毕，仍 悬 着 高 山 岩 石 之 间，不 埋 土 中 作 冢 墎 也。
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③
材料中“安家之民”和“夷州民”相对应，则“安家”应是一处地名。通过沈莹的说法，可知“安家”所指
称的大致地域范围是孙吴临海郡的安阳、罗江二县，即今浙江瑞安至福建连江、罗源一带④。更为重
要的是，材料透露出孙吴所置的安阳、罗江二县不少编户民即是原来的“安家之民”。换言之，居住于
深险之地的“安家之民”，原先和“遁逃山谷者”一样，并未纳入到版籍系统。至汉末三国时期，受到孙
吴政府的武力征伐，不少“安家之民”逐渐被强制编户，成为二县民众。这也反映出两汉之际相当一
部分“遁逃山谷者”并未受到冶县的控制而仍旧依傍山险。此外，与上述闽地越人使用土坑竖穴墓的
形制不同的是，沈莹所描述的“安家之民”使用的是悬棺葬。这暗示着闽地土著人群内部至少存在着
丧葬习俗相异的两类群体，一类是使用土坑竖穴墓的葬制，另一类则依傍山险，使用悬棺葬制⑤。
无论如何，随着冶县等县级政区的设立，遗留于闽地的土著人群再一次开始华夏化。这在墓葬
上有所反映，比如已发掘刊布的福州西郊洪塘路金鸡山、闽侯县荆溪镇庙后山和光泽县止马乡凤林
山⑥。它们属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除了延续西汉前中期闽越国的风格外，墓葬中出土了
青铜鐎壶、铁釜、釉陶坛等东汉时期江西、湖南等地区共有的随葬器物。这表明东汉时期闽地墓葬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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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遗址发掘报告（１９８０ １９９６）》，第４９、１２１ １２２页。
林忠干：《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吴春明：《福建秦汉墓葬的文化类型及其民族史意义》，《东南文
化》１９８８年第３　４期合刊；王振镛：《论闽越时期的墓葬及相关问题》，《福建文博》１９９０年第１期；谢道华、王治平：《建阳县邵口 汉
代遗址调查简报》，《福建文博》１９９０年第１期；杨琮：《关于 崇 安 等 地 出 土 汉 代 陶 器 的 几 点 认 识———兼 与 林 忠 干 同 志 商 榷》，《福 建 文
博》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吴春明：《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浦城县上面山
汉代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２０１２年 第１期。更 多 的 闽 越 国 时 期 遗 址、遗 存，参 阅 国 家 文 物 局 主 编：《中 国 考 古６０年：１９４９～
２００９》，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０ 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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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江县的考证，参见林汀水：《闽东、闽北若干政区地名沿革考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悬棺葬制在闽地可能有更加广 泛 地 分 布，而 墓 葬 实 物 则 主 要 发 现 于 今 武 夷 山 脉 地 区。参 见 黄 荣 春 等 编 著：《闽 越 源 流 考
略》，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６ ７７页。
曾凡：《福州洪塘金鸡山古墓葬》，《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清理》，《考古》１９５９年第６期；陈远
志、林贤炳：《光泽县止马乡发现东汉墓》，《福建文博》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俗在受到汉文化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生变动①。事实上不仅葬俗如此，更多当地土著纳入到汉帝国
的郡县行政体系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取得汉姓和选用汉名。
遗憾的是，这一方面于史无征。不过，政和县出土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窑址中的文字，使我们可
稍稍了解这一时期闽地人群姓氏的一些情况。这些文字有“翁□私印”“郑女”“郎东官器”“洪”“东”
和“唐□□□”②。其中，“郎东官器”表示的是官府作坊生产的产品。“洪”字应是姓氏。这从下文《三
国志》提到该地区的“洪明”“洪进”二贼帅的姓名上可以得到证明。以此类推，“郑”“翁”和“唐”三者
也应是姓氏。“东”，或即“郎东”。尤可注意者，“唐”姓的出现，可能和表１中闽越人名“唐”“夫唐”有
关联。以土著音译人名作为姓氏，很有可能是官府登记户籍的一种做法。
不仅如此，《三国志·吴书》有关孙氏政权征伐“山越”的记载，更进一步表明汉末三国时期闽地
土著人群的姓名、社会组织等状况。《三国志·贺齐传》曰：
　　建安元年，孙策临郡，察齐孝廉。时王朗奔东冶，候官长商升为朗起兵。……升畏齐威名，
遣使乞盟。……贼帅张雅、詹彊等不愿升降，反共杀升，雅称无上将军，彊称会稽太守。……雅
与女壻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致疑隙。③
在这段材料中，候官长商升是否为闽人不得而知。而贼帅张雅、詹彊和何雄，大抵是当地越人。其中
“彊”与浦城上面山闽越建筑遗址出土的印字“疆”相似，这很有可能是当地越人常用的音译汉名。张雅
等人拥有很强的地方势力，击杀候官长商升而与贺齐对立。他们的姓名已与一般的汉人无异，属于东
部候官较早汉化的当地人士。贺齐于建安八年（２０３）进击建安、汉兴和南平三县。《贺齐传》又云：
　　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
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
校尉。④
名帅洪明、洪进与吴免、吴五应当是兄弟或父子辈分，而苑御、华当无考。他们的组织形式以“万
户”“千户”相称，不仅形容人数众多，而且暗示了洪明等贼帅聚集了建安等三县的大多数编户民。无论
如何，在东汉末年的东部候官和建安等县，已出现翁、郑、唐、张、詹、何、洪、吴、华、邹、徐等姓⑤。他们以
及聚集的民众原先都是各县的编户民，在汉末动荡时期脱离版籍形成以名帅为首的地方军事组织。
然而，在贺齐平定叛乱、重新恢复县级行政建制后，他们又再次被编户入籍。由此可知，当地土著华
夏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往往是经历编户、逃户、再编户的反复过程⑥。在三国时期，闽地仍有贼
帅叛乱事件。如孙吴嘉禾四年（２３５），东冶贼随春发生反乱；赤乌五年（２４２），“建安、鄱阳、新都三郡
山民作乱，出（钟离）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⑦。这其中，黄乱
很有可能是建安郡的山民⑧。若此推测不致大误的话，则三国时期闽地至少还有随、黄这样的姓氏。
综上所述，所谓“遁逃山谷者”、“安家之民”、“山民”、“贼帅”或是“山越”，都是闽地的土著人群。他
们的得姓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诸多因素，其中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是编户。通过编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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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明：《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福建博物院：《福建政和县发现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窑址》，《南方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３７７ １３７８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第１３７８页。
东汉时期，闽地有徐姓，人物是方士徐登，见于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下《方术列传·徐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
２７４１页。
这一现象，亦存在于北朝胡族的编户化、华夏化进程当中。参 阅 侯 旭 东：《北 魏 对 待 境 内 胡 族 的 政 策———从〈大 代 持 节 豳 州
刺史山公寺碑〉说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收入氏著《近观中 古 史———侯 旭 东 自 选 集》，上 海：中 西 书 局，２０１５年，第
２３８ ２４６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１３８５页；同卷《钟离牧传》，第１３９３页。关于“民帅”的进一步探讨，
参见林昌丈：《社会力量的合流与东吴政权的建立约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３２辑（２０１５年），第１３ １９页。
按，建安郡，据《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设置于永安三年（２６０）。在此前的赤乌五年（２４２），不应有“建安郡”之
称。这很有可能是陈寿的笔误。
著人群逐渐获得姓氏。也就是说，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华夏化进程以及多次、反复的编户入籍后，当地土
著最终取得了具有华夏特征的姓名。然而不少姓名比较生硬，很可能是对当地土著姓名的发音进行直
译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编户，不少姓氏如唐、黄、吴等，很有可能直接来自土著音译人名的首字。
当然，姓名的获得只是华夏化的开端，因为至汉末三国时期，我们看到当地贼帅聚集民众是以“万户”、
“千户”的组织形式，而非“宗族”、“家族”的方式。换言之，当地土著人群并未形成一套以姓氏的延续、传
承为核心的“家族”、“宗族”的观念。这也暗示了当地土著人群获取华夏姓氏并不会太久。紧接着的两
晋南朝时期，随着外来移民的入闽，闽地人群的姓氏组成又逐渐在发生变化。
三、砖室墓的出现、扩展和闽地人群的持续编户
如果说闽地的竖穴土坑墓、悬棺葬是先秦两汉时期当地土著使用的墓葬形制的话，那么砖室墓
则是六朝时期闽地流行的新葬式。和浙江、江西一带相对较早流行砖室墓不同，闽地砖室墓的出现
要迟至六朝初期。砖室墓在闽地的出现、扩展，不仅表明移民入闽的事实，而且从侧面反映当地一些
土著人群开始吸纳新的墓葬形制的历史过程①。不仅如此，墓葬、墓葬群反映了其周边地带人群生前
定居并已形成一定规模成型聚落的事实，透过这一观察，可以间接了解更多的移民和当地土著编户
化的持续过程。
移民入闽，依凭海道和陆路两种方式。这对砖室墓在闽地的出现、扩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
时期闽地砖室墓的空间分布，往往和当时这两种入闽交通路线密切相关。沿海的温麻、晋安郡治和
梁安郡治周边是移民进入闽地的重要据点。《宋书·州郡志》晋安太守“温麻令”下云：“晋武帝太康
四年，以温麻船屯立。”②沙江镇永安六年（２６３）墓砖铭文曰：“永安六年六月三十吉作”；“永安温麻□
年□吉作。”③则至迟在永安六年，温麻船屯已经设立。作为孙吴在东南滨海地区的造船基地之一，温
麻船屯必定吸纳不少随海道南来的移民。他们当中不少人 士 死 于 当 地 并 将 墓 葬 营 造 在 温 麻 周 边。
因砖室墓对砖石的需求较大，温麻当地便设立“专（砖）瓦司”这一机构负 责 烧 砖。松 城 镇 天 纪 元 年
（２７７）墓砖铭文就说道：“天纪元年七月十日，专瓦司造作，当□天作□。”④可见温麻当地砖室墓的流
行程度。
除了温麻船屯之外，沿着傍海道南行，福建沿海地区的福州市郊、闽侯县和泉州南安丰州镇等地
成为砖室墓的集中分布地。福州及其市郊在两晋南朝时期不仅是晋安郡治所在，早在东吴时也是建
安典船校尉的所在地。《宋书·州郡志》晋安太守“原丰令”下云：“晋武帝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
立。”⑤此地成为孙吴官员的贬谪之所。《三国志·三嗣主传》谓孙晧于凤凰三年（２７４）将会稽太守郭
诞送付建安作船；而张纮之孙张尚，也是在孙晧时被送往建安作船⑥。六朝时期的东安县、晋安县、梁
安（南安）郡治所以及陈朝末年的丰州治所皆在今泉州南安丰州镇一带⑦。简言之，当时的晋安郡和
梁安（南安）郡、丰州等治所聚集了不少官吏和移民，两地周边出土数量较多的砖室墓，其墓主应该不
少是外来的官吏和移民。
再就闽地内陆地区而言，砖室墓及墓群往往沿着重要的陆路交通线分布。入闽移民沿着泉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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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坑墓依旧是六朝时期闽地的主要葬制，但此种墓葬不易保存，随葬品稀少，因此出土、刊布不多。
沈约：《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第１０９３页。
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郑辉、栗建安：《福建晋唐五代考古的主要收获》，《福建文博》
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曾凡：《关于福建六朝墓的一些问题》，《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黄亦钊：《霞浦发现东吴天纪元年墓》，《福建文博》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合刊。
沈约：《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第１０９３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第１１７０页；卷五十三《张纮传》，第１２４６页。
“梁安郡”见于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 一《陈 南 海 郡 西 天 竺 沙 门 拘 那 罗 陀 传 五》，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１４年，第
２０页。相关研究请参阅章巽：《真谛传中之梁 安 郡———今 泉 州 港 作 为 一 个 国 际 海 港 的 最 早 记 载》，《章 巽 文 集》，北 京：海 洋 出 版 社，
１９８６年，第６６ ７２页。
柘岭道、鄱阳—建安道、临川旴水—东兴岭道和南丰—绥城道进入建安郡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再利用
区域内的山间河流分散到各处。其中，浦城莲塘乡吕处坞、建瓯东峰镇东峰村和政和县石屯镇凤凰
山是该地区出土砖室墓最为集中的几处墓群。吕处坞村已发掘的４０座两晋南朝砖室墓集中分布在
村子周边的几座山坡上；东峰村的春坑口、牛头山和九郎柯三处发掘西晋、南朝墓葬２４座；在凤凰山
山坡上密布着近达６０座的两晋南朝墓葬①。聚集分布的墓葬不仅说明了其周边人群定居和聚落存
在的事实，而且也间接透露出官府可能对成型聚落和居住人群的控制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砖室墓
葬流行并扩展的现象背后，是移民入闽和当地土著华夏化的过程。
关键的问题是，与以往认为砖室墓墓主是外来移民或者中原人士不同，我们意识到部分砖室墓
的墓主是当地土著。下面通过部分砖室墓的出土地和墓砖铭文等信息，试图辨析外来移民和当地土
著这两类闽地人群。这里所说的闽地土著，主要由以下两部分人群构成：自闽越国、冶县时期以来世
代居住于闽地的越人和经由相对较早时期入闽移民转变而来的当地居住者。但这种区分是相对的，
因为侨居者定居、入籍并经过若干代后便可成为当地土著。
（一）入闽移民
由于任官、贬谪和战乱等诸种因素，外来人士入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②。然而正史记载的入闽人
士，只作短暂的侨居，很少长期居住并入籍当地。《三国志·陆凯传》记东吴天册元年（２７５）孙晧贬徙
吴郡陆凯家族于建安郡，但在天纪二年（２７８）陆氏家族便被召还建业③；《晋书·汝南王亮传》附其子
司马宗传谓“咸和初，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拒战，为胤所杀，贬
其族谓马氏，徙妻子于晋安，既而原之”④；《宋书·傅亮传》云宋太祖诛傅亮后，亮子“悝、湛逃亡，湛弟
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并还京师”⑤；《梁书·袁昂传》谓其父袁顗于泰始初年“举兵奉晋安王
子勋，事败诛死。昂时年五岁，乳媪携抱匿于庐山，会赦得出，犹徙晋安，至元徽中听还，时年十五”⑥；
《陈书·虞荔传附弟虞寄传》谓侯景之乱时，张彪由会稽往临川，“强寄俱行，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
玮尝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晋安”。至陈文帝平定陈宝应后，虞寄方能由闽中返乡⑦。这些贬徙入闽的
人士，属于当时的官僚世家大族，其中既有侨姓大族，也有吴郡、会稽郡当地大姓。基于上述记载可
知，在六朝时期，侨姓大族和江南其他地区的土著大姓甚少定居于闽地，但墓砖铭文等资料显示早在
西晋前期闽地已有王姓定居的踪迹。
浦城县吕处坞村４座元康六年（２９６）墓出土的砖文曰：“元康六年秋冬告作，宜子孙，王家”；“元
康六年□□起公，王家，宜子孙”；“王家”；“元康六年，王家”⑧。４座墓葬营造于同一时期，并且墓葬
形制、墓砖铭文和出土随葬品基本一致，应是王氏家庭成员的墓葬。那么，“王家”究竟是谁呢？报告
者根据随葬器物推测墓主是“中原入闽的士族地主”，然而这一判 断 过 于 宽 泛，也 无 实 际 参 考 价 值。
据考古资料，在当地一座六朝墓葬中出土的青瓷碗，底部墨书“王宝用”三字⑨。此处的“王宝”和“王
家”应有密切的关系。不同于永嘉时期播迁江南地区的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侨姓大族，浦城县“王
家”应在吴晋之际便已入居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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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６０年：１９４９～２００９》，第２９３ ２９４页；厦门 大 学 历 史 系 考 古 专 业、南 平 市 博 物 馆：《福 建 建 瓯 市
东峰村六朝墓》，《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福建博物院：《政和县凤凰山六朝墓第二次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吴修安：《福建早期发展之研究：沿海与内陆的地域差异》，第８７ ９０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第１４０３、１４１０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九《汝南王亮传》，第１５９５页。
沈约：《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第１３４１页。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一《袁昂传》，第４５１页。
姚思廉：《陈书》卷十九《虞荔传附弟虞寄传》，第２５８、２６３页。
福建省博物馆、浦城县文化馆：《福建浦城吕处坞晋墓清理简报》，《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１０期。
郑晖：《福建地区六朝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福建文博》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 建 文 博》２０１３
年第２期。
除浦城“王家”外，琅琊王僧兴家族在齐梁之际定居于闽地。唐人杨炯所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
王公神道碑》曰：
　　公讳义童，字元稚，其先琅琊临沂人也。永嘉之末，徙于江外……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
守、南安县开国侯。……父方赊，梁正閤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隋上仪同三司。①
从姓名上观察，王僧兴很有可能出自琅琊王弘、王昙首一系。王方赊，即《续高僧传·陈南海郡西天
竺沙门拘那罗陀传五》提到的王方奢。据学者研究，梁安郡析置、王僧兴出任郡守和王氏家族参与萧
梁代齐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②。王僧兴在梁安郡颇有经营，故其子王方赊能继任梁安郡 守。
可以说，王氏父子在南朝后期实际上掌控了梁安（南安）郡。值得注意的是，在晋江池店镇霞福村出
土的南朝齐隆昌元年（４９４）墓中，有砖铭曰：“隆昌元年七月廿日，为王智首造专。”③则墓主是王智首，
造砖者很可能是其家人。“王智首”这一姓名看起来和“王昙首”同一辈，然而王昙首卒于刘宋元嘉七
年（４３０）④，王智首卒于萧齐隆昌元年，两者在时间上相去甚远。因此，我们揣测王智首更有可能是王
僧兴的父辈。无论如何，王僧兴家族最迟在萧齐后期便已定居梁安郡，经过王僧兴至王义童的经营，
发展成为当地强有力的大族。
王姓之外，南朝前期吴郡陆氏应有家族成员定居于闽地。在南平政和县东平镇新口村牛头山出
土的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墓砖文曰：“元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陆氏。”⑤陆氏应是墓主。就已刊布的墓砖
铭文而言，闽地陆姓，仅此一见。《太平寰宇记·建州》“浦城县”条引《邑图》云：“晋 尚 书 陆 迈、［梁］
（宋）尚书郎江淹皆为吴兴令。”⑥则陆迈曾经担任过建安郡吴兴县令。《世说新语·规箴篇》“苏峻东
征沈充”条下 引《陆 碑》曰：“迈 字 功 高，吴 郡 人。器 识 清 敏，风 检 澄 峻。累 迁 振 威、太 守、尚 书 吏 部
郎。”⑦陆迈事迹于正史无征，他应在升迁它官前于吴兴县令任上作短暂停留。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
明上述的陆氏和陆迈有关系，但墓砖铭文表明吴郡陆氏活动于建安郡一带，其中某一家族成员很有
可能便定居并落籍当地。
至于普通民众入闽，史籍亦有零星记载。《建 安 记》曰：“长 乐 村，后 汉 时 此 川 民 居 殷 富，地 土 广
阔。孙策将欲检其江左，时邻郡亡逃，或为公私苛乱，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⑧长乐
村是一处逋逃的渊薮，吸纳邻郡的逃户。若此记载稍可信靠的话，则在汉末三国之际，闽地已开始出
现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但这一数字不宜高估。至西晋永嘉之际，大规模的侨人渡江而居于建康周
边、三吴地区，但没有史料显示成规模的侨人从三吴地区或者豫章、临川等地流入闽地。倒是在南朝
侯景之乱及其以后，不少流民迁入闽地。《陈书·世祖纪》天嘉六年（５６５）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
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⑨。此诏书恰好颁布于天嘉五
年（５６４）冬平定陈宝应之乱后，是陈世祖试图拉拢民心的举措。不仅如此，诏书反映出当时不少民众
迁入闽地，同时部分人士已经入籍当地，因此才有“并许还本土”之说。这也表明入闽民众若可选择
的话，依旧倾向于回到原籍地居住。这正是诏书能够拉拢民心的原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六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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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撰，祝尚书笺注：《杨炯集笺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８２０页。
章巽：《真谛传中之梁安郡》，《福建论坛》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张俊彦：《真谛所到梁安郡考》，《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廖大
珂：《梁安郡历史与王氏家族》，《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晋江市博物馆：《霞福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晋江文物专辑》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福建省泉州市文管办、福建省晋江市博
物馆：《福建晋江霞福南朝纪年墓》，《南方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沈约：《宋书》卷六十三《王昙首传》，第１６８０页。
福建省博物馆、政和县文化馆：《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一《江南东道十 三》，第２０１４页。按，《邑 图》，《太 平 御 览》卷 一 七○《州 郡 部 十
六》“建州”条作《图经》（第８３０页下栏）。则《邑图》或即《建州图经》。
刘义庆编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６６９页。
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一《江南东道十三》武军邵武县“长乐村”条引《建安记》，第２０１９页。
姚思廉：《陈书》卷三《世祖纪》，第５８页。
闽地并不具有吸纳移民的优势。
以上只是从几个特殊时段大体了解普通移民入闽的情况。事实上，更多不见经传的民众在六朝
时期陆续入闽。砖室墓的纪年分布间接说明东晋南朝时期是移民定居闽地的高峰①，然而移民数量
不宜高估。六朝时期闽地人群的主体仍旧是当地土著。
（二）闽地土著
除了陆续入闽的移民外，六朝时期的闽地人群还包括当地土著。由上述可知，至迟在汉末三国
时期，闽地土著中已有张、詹、何、洪、吴、华、邹、随、黄、翁、唐和徐等姓。张姓、吴姓仍旧见于南朝后
期。《陈书·世祖沈皇后》曰：“后忧闷计无所出，乃密赂宦者蒋裕，令诱建安人张安国，使据郡反，冀
因此以图高宗。安国事觉，并为高宗所诛。”②张安国可据郡造反，显示其在建安郡有着不可小觑的势
力。这也反映出无论是东汉末年的张雅还是陈朝的张安国，拥有一股长期延续不断的地方势力。吴
姓，萧梁时有晋安郡渠帅吴满。《梁书·羊侃传》云：“（中大通）六年，出为云麾将军、晋安太守。闽越
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莫敢犯者。”③吴姓
和张姓一样，属于闽地长期延续的地方大姓。除此而外，南朝时期闽地又有陈、蒋姓。陈姓，下文将
详述。蒋裕也是建安郡人。《陈书·世祖九王·始兴王伯茂传》云：“及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
伯茂并阴豫其事。”④不仅如此，墓砖铭文进一步证明部分当地土著姓氏的延续性。
先说詹姓。浦城县莲塘乡吕处坞村会窑 永 嘉 五 年（３１１）砖 铭 曰：“永 嘉 五 年……□元□詹 文□
冢，七月廿日。”⑤墓主即为“詹文□”，可证西晋时建安郡仍有詹姓。联系到吕处坞村会窑一带是两晋
砖室墓葬群，事实上应有更多詹姓人士聚居于此。另外，在建瓯市水西放生池出土的刘宋元嘉二十
九年（４５２）墓中，砖文内容有“元嘉廿九年七月廿二日，郡卿、孝廉、郎中令詹横堂冢”⑥。建瓯市水南
机砖厂南朝墓 Ｍ１中出土的墓砖，与此砖文书写体例类似，其曰：“游孝有郡卿作横床冢。”⑦则“横堂
冢”即“横床冢”，二者应是对砖室墓这一墓葬形制的地方俗称。“游孝”当作“游徼”。“郡卿”一词，不
独见于砖文。邯郸淳撰《汉鸿胪陈纪碑》曰：“天子愍焉，使者弔祭。郡卿以下，临丧会葬。”⑧它是“郡
府卿”之省称。后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君即吴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⑨又应劭《汉
官》曰：“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瑏瑠则“郡府卿”或应作“郡府命卿”。
据洪适考证，汉人有称“丞”为“卿”者瑏瑡。结合应劭的说法，“丞”“尉”应皆可称“卿”。因此，墓主“詹
某”生前曾担任郡丞（尉）和郎中令，并举孝廉。砖文并未说明他担 任 何 郡 官 职，但 由 墓 葬 出 土 地 来
看，“詹某”应是担任建安郡郡丞（尉）、建安王国郎中令。也就是说，至迟在南朝前期，詹姓已担任建
安郡（王国）的重要官职，同时举孝廉，显现出詹姓在建安郡的地方影响力。
接着是黄姓。《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著录泉州南安郡五姓，分别是“黄、林、单、仇、盛”瑏瑢。《古今
９３１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以墓砖铭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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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姚思廉：《陈书》卷七《世祖沈皇后传》，第１２７ １２８页。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第５５８页。
姚思廉：《陈书》卷二十八《世祖九王传》，第３５９页。
福建省博物馆：《浦城吕处坞会窑古墓群清理简报》，《福建文博》１９９１年第１、２期合刊；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 墓 砖 铭 文》，
《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建瓯县博物馆：《建瓯水南机砖厂南朝墓》，《福 建 文 博》１９８９
年第１、２期合刊。
建瓯县博物馆：《建瓯水南机砖厂南朝墓》，《福建文博》１９８９年第１　２期合刊；《考古》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２册，第１１９６页上栏。
洪适：《隶释》卷十二，《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９页下栏。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尉大县二人，小县 一 人”条 注 引 应 劭《汉 官》，范 晔：《后 汉 书》，北 京：中
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６２３页。
参见《隶释》卷十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条下洪适按语，第１６０页下栏。
岑仲勉：《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岑仲勉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页。
姓氏书辨证》“黄”姓条引《元和姓纂》，谓黄姓有江陵、洛阳、晋安三族，皆唐世士人新望①。这是唐代
闽中大姓黄氏的情况。往前追溯，上已提及，黄姓很有可能由越人音译名字转变而来。在三国时期，
黄姓是建安郡“山民”的身份，随后逐渐“华夏化”，至东晋时期，建安郡仍有黄姓的足迹，这表明黄姓
一直世居于当地。建瓯市小桥镇阳泽村 Ｍ１出土的砖文曰：“泰宁二年六月廿日壬子起”；“咸和六年
八月五日，黄作。”②此墓同时出现相隔七年的两种纪年砖文，说明“太宁”砖很有可能是旧砖新用，或
是营造坟墓时间。“咸和六年”（３３１）砖文中的“黄”姓身份是墓主或造砖工匠。报告者仅根据墓葬形
制就断定墓主是“中原入闽的士族地 主”③。显 然 这 一 看 法 依 据 不 足。此 墓 葬 出 土 于 建 溪 支 流 小 桥
溪，墓葬出土地反映出 Ｍ１的墓主生前应是定居当地。这一居住环境或可说明 Ｍ１墓主是一位已接
受、使用砖室墓形制的建安郡“山民”。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有关东晋南朝时期的晋安郡、南
安郡黄氏的情况，很难知悉。
至于闽地土著林姓，得姓过程很有可能和黄姓类似。然而《元和姓纂》于晋安郡林氏下却说道：
“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东晋通直郎林景，十代孙宝昱，泉州刺史。”④林 景 于 史 无 征。《隋
书·炀帝下》大业十 年（６１４）六 月 辛 未，“贼 帅 郑 文 雅、林 宝 护 等 众 三 万，陷 建 安 郡，太 守 杨 景 祥 死
之”⑤。从时间上推测，林宝昱和林宝护应是同时代人。学者认为二人有血缘关系，甚至可能是同一
人⑥。无论如何，林姓在南朝时期也应是闽地大姓。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元和姓纂》的说法，不排
除唐时闽地林姓攀附中原姓氏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陈姓。如所周知，以陈羽、陈宝应为代表的陈氏父子，于南朝后期割据闽中。已有学
者指出，闽地陈氏很有可能是永嘉之乱时期南渡的颍川陈氏的支系⑦。即 使 这 一 说 法 较 接 近 事 实 的
话⑧，从陈氏入闽至南朝时期，他们也已经是入籍晋安郡候官县的当地居民。《陈书·陈宝应传》谓其
“世为闽中四姓”，即是明证。晋安郡陈氏，除陈氏父子外，梁中大通时期有晋安渠帅陈称，被晋安太守羊
侃斩首⑨。此外，福州怀安南朝窑址中发现的许多窑具刻划着朱、陈、常、于、安等姓氏瑏瑠。可见当时的候
官一带是陈姓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另外，晋安郡南部即今泉州南安丰州镇一带也是陈氏的聚居地瑏瑡。
从当地的纪年砖室墓来看，至迟在东晋中期，丰州镇一带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聚落。同时，太元三年
（３７８）狮子山 Ｍ１中出土的“部曲将”印说明墓主的武官身份和当地的军事组织形式。这一点和渠帅陈
称和“为郡雄豪”的陈羽非常相似。可以说，陈氏活跃于晋安郡沿海一带，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掌控地方。
此外如邹、洪等姓氏，墓砖铭文的发现有力证明了它们长期存在于闽地，属于当地土著人群。福
州市屏山公园出土的“永和元年”（３４５）墓葬砖文曰：“永和元年八月十日，邹 氏 立，子 孙□令 长 太 守
□□。”瑏瑢泉州市丰泽区北峰镇招丰村石角山南朝“承圣四年”（５５５）墓砖云：“承圣四年，［上］洪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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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五，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２页。
建瓯县博物馆：《建瓯县阳泽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建瓯县博物馆：《福建建瓯阳泽晋墓清理简报》，《考
古》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建瓯县博物馆：《福建建瓯阳泽晋墓清理简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林宝著，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７４０页。
魏征等撰：《隋书》卷四《炀帝下》，第８７页。
吴修安：《福建早期发展之研究：沿海与内陆的地域差异》，第２１４ ２１５页。
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５６页；［日］中村圭尔：《六朝時代福
建の陳氏について》，收入［日］谷川道雄等编著：《中国辺境社会の歴史的研究》，京都：玄文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８ ４５页。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台州国清寺释智 晞 传 七》曰：“释 智 晞，俗 姓 陈 氏，颍 川 人，先 世 因 官 流 寓，家 于 闽 越。”（第７０８
页）智晞生活于陈朝末年至唐初，稍早于道宣。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第５５８页。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福建博物院：《南安丰州皇冠山墓群的发掘与收获》，《福建文博》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福州市北门外屏山东晋墓清理资料》，福建博物院 编：《福 建 考 古 资 料 汇 编（１９５３ １９５９）》，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２８页。
立。”①“上”字字体特殊，用于标示墓砖的位置，“洪”是姓氏。自汉末迄于南朝，不少土著姓氏仍旧得
以延续，编户入籍自不待言，还进一步预闻地方政治。
通过上述考析可知，六朝时期，因移民的移入、定居，使闽地人群呈现出侨、旧相杂的姓氏组合。
可考的外来姓氏有王、陆等姓，闽地土著姓氏则有张、吴、洪和黄等姓。此外，南朝时期记载的一些姓
氏，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外来姓氏，如方、谢姓。《梁书·王佥传》载王佥“出为建安太守。山酋
方善、谢稀聚徒依险，屡为民患。佥潜设方略，率众平之。有诏褒美，颁示州郡”②。方、谢姓未见于此
前的文献或出土砖文中。然而他们的身份是“山酋”，使人倾向于认 为 他 们 更 加 可 能 是 闽 地 土 著 人
群。此外，又如刘、朱、常、于、安等姓，皆见于福州怀安南朝窑址的窑具、垫具中。垫具铭文曰：“大同
三年四月廿日造此，长男刘满新。”③于姓，当即余姓。建瓯市东峰镇东峰村九郎柯 Ｍ１砖铭曰：“太康
五年九月十六日，余。”④余姓或是墓主。最后如康、郭姓，见于出土的墓砖铭文。政和县石屯镇松源
村凤凰山 Ｍ４４砖文曰：“永嘉年八月十二日，康立。”⑤福州市闽侯县荆溪庙后山 Ｍ２出土砖铭曰：“永
和五年九月，郭岁（？）立。”⑥为便于阅读，兹列表如次：
表２　六朝时期闽地人群的姓氏
外来姓氏 王、（琅琊）王、陆
土著姓氏 张、吴、洪、黄、詹、陈、蒋、何、华、邹、随、翁、唐、徐、林
不确定的姓氏 方、谢、常、安、朱、刘、余（于）、康、郭
正如学者所论，直至南朝晚期，移民入闽的数量仍旧非常有限⑦。上述列表可佐证这一说法。表
中姓氏虽然无法全面反映闽地人群的姓氏结构，但无疑具有一定的抽样意义。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土著人群在闽地仍占有主导地位。综而言之，砖室墓的墓主包含入闽移民和闽地土著。这表明移民
入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末三国时期当地土著的姓氏组合，形成侨旧混杂的社会面貌⑧。不仅如
此，墓葬群反映出其周边长期存在一定规模的成型聚落。它们是郡县治所、交通要道上的据点或者
是相对偏僻的河网支流地带的乡村聚落。值得说明的是，闽地砖铭中并没有出现对墓主或墓葬所在
地乡里名称的记载。和相邻其他地区比较而言，这一点尤为不同。这究竟是砖文书写体例的差异导
致的，还是当地人群并没有形成对“乡里”的认同意识，目前不得而知。然而这一现象使我们认识到，
一些相对僻远的乡村聚落很有可能尚未被纳入到六朝乡里行政体系的控制下。这也意味着居住于
这些聚落的人群未被编户入籍，或者游离于控制体系，成为逃户。《梁书·臧厥传》就说得非常清楚：
“出为晋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
党，皆襁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⑨山川险阻的地理环境削弱、阻滞了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
因此，所谓编户化是经历了编户、逃户和再编户等不同阶段。砖室墓形制的扩展、传播，可视作是“风
化”宣传手段之一。它为闽地人群进一步编户奠定了基础。
１４１试论汉六朝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进程———以墓砖铭文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泉州北峰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一《王佥传》，第３２７页。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南平市博物馆：《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陈明忠：《试析福建六朝墓砖铭文》，《福建文博》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清理》，《考古》１９５９年第６期。
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这不仅在姓氏上有所反映。地方墓葬群呈现出土坑墓、砖室墓形制夹杂的葬俗景观，比如在福建荆溪庙后山同时出土了土
坑墓、砖室墓。
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二《臧厥传》，第６０１页。
四、馀　论
通过上述考述可知，汉六朝时期闽地人群的编户化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１）闽越国
时期，闽地属于汉帝国的“化外”之区。透过对闽越国工匠群体的考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越人很有
可能是拥有汉名而无汉姓，更多的民众应该只有越人的名、号。这是他们在华夏化初期的表现特征。
（２）作为闽地沿海地区行政据点的冶县，“遁逃山谷者”应是其设县初期的主要编户民。随着闽地县
级政区的逐渐设立和建安、晋安郡的分立，闽地确立了相对稳定的郡县行政体系。在此体系的行政
运作和当地长官的政策实践下，更多的闽地人群被编户入籍。与此相应的是，闽地土著人群逐步获
得了具有华夏化特征的姓氏。（３）稍成规模的移民入闽应发生于东晋南朝时期，但这一数量不宜高
估。他们定居并落籍闽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土著人群的姓氏结构，形成侨旧混杂的社会面
貌，而闽地土著姓氏占有主导地位。
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官府控制力的薄弱，闽地人群的这一编户化过程，呈现出编户、逃户和再
编户等反复循环的特点，不过最终促使土著人群获得华夏式的姓名。虽然南方土著人群华夏式姓名
的获得是多方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官府长期推行的编户政策具有最为直接有效的作用。作为政
治、社会身份标签的姓氏，实质上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控制方式①。它和帝国一以贯之施行的编户策
略所带来的意义是相一致的。就此点而论，土著人群从“化外”至“化内”转变的初期特征便是获得具
有直观意义的华夏式姓名。本文尝试勾勒闽地土著人群的编户化过程，是东南地区土著人群华夏化
进程的组成部分。利用墓葬和砖文等出土资料，探研不同区域人群的姓氏结构、编户化和华夏化，是
今后应继续深化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若从汉唐五代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六朝时期则是闽地人群长期缓慢编户化、华夏化进程
的开端。刘宋沈怀远《次绥安》诗略曰：“番禺竟灰尽，冶南亦沦覆。至今遗父老，能言古风俗。”②绥安
县为东晋义熙九年（４１３）所置，属义安郡③。据《宋书》，沈怀远于刘宋大明中贬徙广州④。此诗很可
能是其游览义安郡 时 所 作。此 地 属 于 汉 代 东 越、南 越 的 交 界 处，故 有“番 禺”、“冶 南”之 说。“遗 父
老”，指的是越人后裔。“古风俗”，说的是越人风俗。这暗示至南朝初期，闽地仍存在一些“遗人”，尚
能知晓越人风俗，这也间接反映了闽地华夏化进程的缓慢。更重要的是，晚至唐末五代时期，闽地才
进入经济开发的高潮⑤，闽地人群的大规模编户入籍也要到唐朝中后期。这从闽地新县的置立上可
以得到证实⑥。进入隋唐时期，闽地人群如何持续的编户化和华夏化，也需要日后作进一步考察。
【附记】本文曾提交“全球视野下的岭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承
蒙王万隽先生提出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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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５ ４３页。
此诗，逯钦立《先秦汉魏 晋 南 北 朝 诗》无 辑 录。冯 登 府 编《闽 中 金 石 志》卷 二 唐 咸 通 二 年（８６１）“沈 怀 远 碑”下 注 引《漳 州 府
志》，谓“咸通二年，漳浦兴教寺僧元慧，录古今诗铭作粉版，有宋沈怀远造次绥安诗”（《石刻史料新 编》第１辑 第１７册，台 北：新 文 丰
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６７２页上栏）。诗文内容见何乔远编纂：《闽书》卷二十八《方域志·漳浦县》“古绥安溪”条下，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８５页。
沈约：《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志四》，第１１９９页。绥安县治所，大 致 在 今 漳 州 漳 浦 县 西 南 梁 山 一 带，参 见 李 澳 川：《绥 安 县 的
兴废》，《漳浦文史资料》第６辑，１９８６年，第１　３页。
沈约：《宋书》卷十九《乐志一》，第５５６页；卷八十二《沈怀文附弟沈怀远传》，第２１０５页。
［日］日比野丈夫：《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の開發》，《東洋史研究》第４卷第３号（１９３９年），第１８７ ２１３页。
鲁西奇：《新县的置立及其意义———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县为中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９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５ 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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